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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昆，字山甫，号鹤皋，为明代著名新安医家。

其在行医期间见“贱工什九，良工什一”，诸医“弗

明方之旨与方之证，而徒执方以疗病”，遂广征博

引，精选效方，著《医方考》一书，此书被认为是方

论专著的最早代表[1]。新安地区山多水稠，气候潮

湿，痹证多发，故新安医籍对痹证多有论述[2]。湿

痹是以肢体关节酸痛、重着、肿胀、屈伸不利为主

要特征的一种病证，人体正气不足为其本，外感湿

邪或挟风、寒、热邪侵袭肌肤、筋骨、关节为其标，

气血痹阻发为此病[3]。《诸病源候论·湿痹注候》[4]

曰：“湿痹者，是湿气多也，名为湿痹。湿痹之状，

四支或缓或急，骨节疼痛。邪气往来，连注不差，休

作无度，故为湿痹注。”湿痹之症状与现代风湿性

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骨关节病

临床表现相似[5]。

甘草附子汤、六物附子汤与羌活胜湿汤分别出

自《金匮要略》《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与《内外伤辨

惑论》。三方原未言及治疗湿痹，却被后世医家广泛

用于湿痹的治疗。这些方剂主治功效的衍变，可从

历代医家对三方的论述中得到体现，反映了历代医

家对三方认识的不断深入。《医方考》作为最早的方

论专著，首先对此三方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论述，虽

然书中亦未提及此三方用于湿痹的治疗，但为三方

治疗湿痹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试从三方源流进行

考证，重点分析吴氏方解特点，探究吴氏之论述对三

方主治变化的影响，揭示三方衍变过程，明晰古方之

源流，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1 《医方考》湿痹三方方解

痹证之病名多样，既有“白虎”“历节”等专属

病名，又与“脚气”“中风”等混称。《医方考》中虽

设有“痿痹门”，然其所述多为痿证，既言蠲痹汤治肉

痹，又言肉痹即肉痿也。羌活胜湿汤、甘草附子汤与

六物附子汤于《医方考》中分列于“湿门”与“脚气

门”，但主治未提及湿痹。羌活胜湿汤主治外伤风湿

肩背腰脊等周身作痛，病位偏表者；甘草附子汤主治

风寒湿侵袭，阳气虚弱，表里同病，恶风且兼关节疼

痛者；六物附子汤主治寒湿为重，流于足胫，疼痛不

仁而病位偏下者。三方皆针对以湿邪侵袭为主要病

因，以湿流关节、气血痹阻为主要病机，以关节不利、

肢体疼痛为主要症状的病证，与当代医家对湿痹的

认识不谋而合。

2 羌活胜湿汤

《医方考·湿门》所载羌活胜湿汤出自李东垣

《内外伤辨惑论》，由羌活、独活（各一钱），藁本、炙

甘草、防风、川芎（各五分），蔓荆子（三分）组成。

《医方考》[6]51录其方证病机为：“外伤于湿，一身尽

痛者，此方主之。”

2.1  方证衍变  考其方源，羌活胜湿汤原主治手

足太阳气郁不行所致的肩背腰脊疼痛等症，结合

方名及条文描述，可知此方证病机主要为湿邪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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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手足太阳经。东垣用“以风药散之”概括其立

法，此处风药指气轻味薄，具有解表发散行经作用

的药物[7]，其对羌活胜湿汤功效的认识偏于其散

表通经作用。《丹溪心法·中湿》[8]有“外湿宜表

散，内湿宜淡渗。若燥湿，以羌活胜湿汤、平胃散

之类”的记载，认为羌活胜湿汤所治既非外湿又非

内湿，其治法既非散表又非淡渗，当为燥湿，与平

胃散归为一类，可知这一时期羌活胜湿汤尚未用

于痹证的治疗。《女科撮要·历节痛风》[9]首次将

羌活胜湿汤用于风湿肿痛，书曰：“一妇人体肥胖，

素内热，月经先期，患痛风，下体微肿痛甚，小便

频数，身重脉缓。症属风湿而血虚有热，先用羌活

胜湿汤四剂，肿痛渐愈”，条文中除症状描述外，亦

有“血虚有热复感风湿”的病因病机与“脉缓”的

脉象记载。由此可见，羌活胜湿汤主治病因症状

从此时起开始向痹证延伸，唯病机认识尚有不足。

直至《医方考》明确提出羌活胜湿汤主治“湿流关

节”，将湿痹概括于此方方证之中。

2.2  方论特点  吴氏认为羌活胜湿汤之方证为外受

风湿，即汗出当风或久居湿地所致的周身疼痛，其病

位既非表之太阳经脉，又非里之脾胃脏腑，既非胸膈

又非皮肤，而在于关节，即“湿流关节”。立法上，吴

氏基于《内经》“六气淫胜”理论，用“风胜湿”概括

此方立法，认为羌、防、藁、独、芎、蔓皆为风药，“以

风药而治湿，如卑湿之地，风行其上，不终日而湿去

矣”；且风善行，无窍不入，故“凡关节之病，非风药

不可”。故“外伤于湿，以风胜之”为该方的核心立

法。吴昆侧重阐明“方之证”与“方之旨”之别，在

对羌活胜湿汤进行方证分析时，提到了“脾胃虚弱，

湿从内生”“水停于膈，湿胜濡泻”“水渗皮肤，肢肿

黄胀”等湿证的不同。同时，吴氏探讨了甘草与其

他风药间的制约作用，风药悍燥，需用甘草调之，“此

之谓有制之兵也”，而在吴氏之前只是于病证之后对

方剂整体主治功效作出分析，并无具体药物作用探

究。清代新安医家汪昂在《医方集解》[10]中引用吴

氏方论，并结合性味、归经理论对该方方解进一步

完善，提出：“羌、独、防、藁、芎、蔓皆风药也，湿气在

表，六者辛温升散，又皆解表之药，使湿从汗出，则诸

邪散矣。……藁本专治太阳寒湿，荆、防善散太阳风

湿……川芎能升厥阴清气。”吴氏使用“六气淫胜”

理论治湿痹，汪昂则在“六气淫胜”基础上尝试六经

分治之法。现代中医学家认为，此方有祛风胜湿止

痛的作用，主治风湿犯表之痹证，确立羌活、独活为

君药，突出以此二药为主的祛风散寒除湿功效[11]。

3 甘草附子汤 
《医方考·湿门》所载甘草附子汤，由炙甘草、白

术（各二钱），附子（一钱五分，炮），桂枝（四钱，炒）

组成，录其方证病机为：“风湿骨节疼烦，不欲去衣，

小便不利，大便反快”[6]51，即表里阳气俱虚、风寒湿

邪俱盛所致之证，属湿痹范畴。

3.1  方证衍变  甘草附子汤方解最早见于成无己

《注解伤寒论》，而《医方考》方解与成氏有所出入。

成氏将方中四味药分为“桂枝、甘草”与“附子、白

术”两组药对，并认为“桂枝、甘草之辛甘，发散风

邪而固卫；附子、白术之辛甘，解湿气而温经”[12]。

成无己主以性味解方，风湿分治，认为两组药对前

者祛风，后者祛湿。吴氏则根据性味理论与脏腑理

论将此方分为“附子、桂枝”与“甘草、白术”两组药

对。附子、桂枝者，“附子之热，可以散寒湿；桂枝之

辛，可以解风湿”，二药相伍，风寒湿俱去；甘草、白

术者，“甘草健脾，则湿不生；白术燥脾，则湿有制”，

二药相伍，健脾燥湿。吴氏从脏腑角度论述药物功

效，此方论于甘草附子汤而言尚属首次，且为后世医

家采纳。对甘草附子汤的功效认识上，成无己偏于

经络肌表，吴氏注重关节脏腑；成无己偏于风湿分

治，吴氏注重内外分治。

3.2  方论特点  考其立法思路，甘草附子汤在《伤

寒杂病论》中属于“微汗之法”，书言：“若治风湿

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13]，

强调服后“得微汗则解”。吴氏则从辛热治湿的角

度对该方立法进行阐释，认为桂、附皆为辛热之

药，以之治湿“犹之淖潦了之地，得太阳曝之，不

终朝而湿去，亦治湿之一道也”。后世医家对吴氏

提出的辛热治湿之法有不同的理解与应用。一是

将其视为寒湿偏盛型痹证的治法，用于治疗痛痹，

如李中梓《医宗必读》所言：“治痛痹者，散寒为

主……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寒之害也。”另外

一种观点则是将辛热治湿与湿胜阳微理论结合，

将该治法应用于阳虚湿热型痹证的治疗。喻嘉言

在《医门法律》[14]中指出见寒热即用附子，是“不

思阳气素虚之人，至夏月必且宜虚，虚故阳气不充

于身，而阴湿得以据之。此而以治湿之药常施之，

其虚阳必随之而去”。喻氏进一步指出：“阳虚湿

胜，舍助阳别无祛湿之法，亦不得不用之法耳”，此

解重在强调祛湿当先助阳，即便是湿热痹证，阳虚

甚者亦可用甘草附子汤加减治疗，意在借桂、附之

辛热以助阳祛湿。这种观点无疑扩展了辛热治湿

法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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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物附子汤 
《医方考·脚气门》所载六物附子汤出自陈言《三

因极一病证方论》（以下简称《三因方》），由附子、桂心、

防己（各四钱）、甘草（炙，二钱）、白术、茯苓（各三钱）

组成，录其方证为：“寒湿脚气，疼痛不仁，两尺脉来沉

细者。”[6]257吴昆言此“痹证也”，并引用《内经》条文

解释道：“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今疼痛

不仁，是寒而且着也。”即风寒湿邪侵袭，寒性收引，湿

性黏滞，寒湿偏盛，阴邪袭下，二者凝滞于足，经脉不

利，故疼痛不仁；两尺脉沉细乃寒湿之邪在里故也。

4.1  方证衍变  六物附子汤原主治“四气流注于足

太阴经，骨节烦疼，四肢拘急，自汗，短气，小便不利，

恶风怯寒，头面手足，时时浮肿”[15]。该方可看作甘草

附子汤的加减方，与后者相比，六物附子汤有以下几

个变化：首先是在药物上将桂枝易为肉桂，《医方考》

中桂心即肉桂[16]。桂枝偏表走经络，肉桂偏里入脏腑，

《金匮钩玄》[17]记载桂枝“治痛风……独此能横行手

臂”，《玉楸药解》[18]言肉桂“但厚重内行……究其力

量所致，直达脏腑，与桂枝专走经络者不同”。其次是

加入防己、茯苓二味药，白术用量也有所增加。防己

祛风湿，茯苓渗水湿，加大白术用量苦温燥湿，合甘草

扶土以制湿。脾主运化，脾虚湿生，可见此证脾虚内

湿较甘草附子汤为重。再次是加大附子用量，由一钱

五分增加到四钱，可知此证之寒湿亦重于前者。

4.2  方论特点  吴氏有关该方方证论述与《三因方》

不同。《三因方》从六经角度强调此方方证为风寒暑

湿四气流注于足太阴经而发为脚气，治疗上应“各随

其气所中轻重，温散之”[15]。吴氏则偏重病因与病位，

强调寒湿附着于足的特点。吴氏认为此方药物中“桂

心、附子温其寒，防己、白术制其湿。甘草、茯苓，脾家

药也，扶土气之不足，治湿气之有余”。其中“扶土以

制湿”的论述表明吴氏对此方治法的认识已不局限于

《三因方》“温散之”，辨证亦从六经开始向脏腑过渡。

服法上，《三因方》将药物剉之为散，加姜七片，煎煮去

滓温服。散者散也，姜性辛热，此服法体现陈言“温

散之”的治法特点。《医方考》则相反，采用水煎冷服

法，吴氏解释“冷服者，欲附、桂之性行于下，而不欲

其横于上也”。热药凉服属于反治范畴，“治寒以热，

凉而行之”。火性炎上，附、桂性热，其性趋上，吴氏针

对此方证寒湿在足之特点，强调冷服使附、桂药性下

行以针对性发挥药效，体现其用药特色。

5 《医方考》湿痹三方启示

5.1  方证相关，由表及里  《医方考》认为此三方皆

为药简力专之方，且从三方方解来看，其方证主治

呈现出由表及里的层次感。如羌活胜湿汤主治外

伤于湿，留注经络所致之痹证。因其邪在表，故用

羌、独、防等风药以辛散之，又添甘草一味以制风药

之悍燥，全方直中病机，无一冗余。甘草附子汤药

虽四味，但有温阳通络、祛风散寒除湿之功，主治风

寒湿俱胜，表里阳虚、骨节烦疼者，与羌活胜湿汤相

比，病变及里，表里皆病。六物附子汤专治痹证其

邪入里，寒湿壅盛，表证已无，所谓有是证用是药，

易桂枝为肉桂，方证切合。

5.2  用药保元，重视脾胃  吴昆认为用药以元气为

重，元气赖后天脾胃之滋养，若脾胃气绝，元气衰败，

药不运化，即使药当病情而亦无功。从方证分析上

看，吴氏多从脾胃角度解读药物功效，其多次运用

“健脾以制湿”对甘草附子汤、六物附子汤相关药物

进行解释，成无己、陈言等均未论及。羌活胜湿汤仅

用一味甘草以健运脾胃，同时制风药之燥防脾胃之

伤。甘草附子汤治疗外邪及里，脾失健运，药用炙甘

草、白术燥湿健脾助运。六物附子汤方证寒湿入里，

脾虚更甚，用炙甘草、白术、茯苓等，燥湿渗湿同行，

标本兼治。可见病邪愈深，吴氏愈重视脾胃，健补脾

胃药物随之增多。

6 结语

综上，《医方考》湿痹三方在书中并未直言其

治疗湿痹之功效，而将其归于治湿与治脚气之方，

与吴昆对痹证之认识以及古代痹证病名繁杂有关。

吴氏在对三方进行阐释时不囿于前人观点，其方解

借古鉴今，融合性味、归经、脏腑理论而多有创新，

为后世用三方治疗湿痹奠定了完善的理论基础。

对《医方考》三方源流、主治、功效衍变的考证探究

展示了医家如何以经典为基础，以实践为导向，从

新的角度分析三方立法、用药、组方特点，使其突

破原有主治方证，变为后世治疗湿痹方剂的过程。

探析《医方考》三方之衍变与方论特点，对当代医

家扩展古方功效、丰富湿痹临床治疗具有一定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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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瘀证是临床常见的证候，其形成原因主要是

血行不畅而壅滞于血脉、停留于脏腑组织器官，或

离经之血不能及时被排出或消散，由此引起了多部

位青紫、瘀斑、静脉曲张、腹痛等一系列表现[1-2]。临

床上血瘀证可出现在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呼吸

系统、泌尿系统等多个系统的多种疾病中[3]，虽然不

同疾病、疾病不同阶段、不同个体处方用药会有所

差异，但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一般均会

采用活血化瘀的治法进行治疗。笔者通过查阅古籍

文献，按照朝代发展顺序，从理、法、方、药层面梳理

了血瘀证及活血化瘀治法的源流及发展，提炼出各

朝代代表性著作中有关血瘀证及活血化瘀治法的论

述，现总结归纳如下。

1 萌芽阶段——先秦西汉时期

血瘀证及活血化瘀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先秦

西汉。《楚辞·九辩》[4]中有云：“萷櫹槮之可哀

兮，形销铄而瘀伤”，最早记载了“瘀”字。《吕氏春

秋·古乐》[5]曰：“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

故作为舞以宣导之”，描述了以舞蹈宣导瘀滞。《难

经·二十二难》云：“血壅而不濡者，为血后病也”[6]，

提出因血脉瘀滞致病。《黄帝内经》虽未明确提出

“血瘀证”“活血化瘀”等相关理论，但书中多处出现

血瘀证及活血化瘀治法的古代文献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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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844/j.cnki.1672-397X.2023.05.017

摘  要  血瘀证是中医临床常见证候，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病机，是现代中医研究热点领域之一。

根据中医“异病同治”思想，不同疾病出现血瘀证，均可采用活血化瘀治法进行治疗。中医对于血瘀证及活血化瘀治法

的认识历史悠久，在中医学理论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萌芽于先秦西汉时期，初建于东汉时期，成长于隋唐时期，发

展于宋金元时期，成熟于明清时期。当今，血瘀证及活血化瘀治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其理论渊源，再结合现代

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将会进一步推动血瘀证理论的创新研究和活血化瘀中药及复方的临床精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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